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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脆弱性视阈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

左孝凡，陆继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贫困户实现脱贫的重要路径，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对进一步

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可行最小二乘法

（FGL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为贫困的测量指标，运用倾向得分匹

配（PSM）方法研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在贫困脆弱性视阈下，分别以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和0.3贫困

脆弱临界值标准，仍有22.3%农村居民群体处于贫困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脆弱性水平分别为0.295和0.258，

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②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通过PSM方

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③农地流转的农业产值增长效应达0.573，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提高家庭

农业产值降低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为此，提出了加强深度贫困区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区居民自我发展能

力；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培育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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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2020年中国将在

现行贫困标准下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截至2018年

底中国仍然有 1660 万绝对贫困人口，发展现代农

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实

现贫困户脱贫、非贫困户防贫的重要抓手。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农村农地流转工作时指出，农

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

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样的背景

下，农地流转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户增

产增收，是否提高了农户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由

此，建立农村农地流转与农户面临贫困风险之间的

数量关系，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农地流转制度，

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而实现降低农户陷入

贫困风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国

内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学界对农村减贫、扶贫问

题的探讨已较为深入。从农户家庭特征角度出发，

研究人力资本[1]、社会资本[2]对贫困的影响，并得出

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有利于减贫的结论；

从外部环境角度出发，如研究特殊地区采用的异地

扶贫搬迁 [3]、信贷约束 [4]、经济发展 [5]等对减贫的影

响；从扶贫方式角度出发，如研究产业扶贫[6]、金融

扶贫[7]、旅游扶贫[8]等对农村地区减贫的影响。现阶

段，学界对农地流转与贫困之间关系也已经进行一

定的讨论与研究。匡远配等[9]基于湖南贫困地区样

本研究农地流转与农村减贫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

验认为加大贫困地区农地流转，形成规模经济，有

助于贫困地区脱贫。农地流转通过两种途径给贫

困户带来收入提高，土地流出可以提高贫困户的财

产性收入[10]，土地（林地）转入可提高贫困户的土地

（林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户家庭收入 [11]。钱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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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研究农地流转如何促进农户收入问题时，得出

了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提

高，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利于转出户增加家庭

总收入的结论。陈飞等[13]研究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

时也得出了转入和转出农地均有利于农户收入提

高，并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论。所以，学界就农地

流转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进而达到减贫效应已经

达成共识。同时，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高效规模

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对农业经济效益产生正向影

响[14]。比如，农地流转为发展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提供了机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便于扶贫工作

的开展[15]，但有学者基于农户自发和政府推动两种

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认为农户之间自发的农地流

转以及集体推动的适度规模农地流转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贫困阶层的状况，政府推动农地流转主

要收益群体则是大户或者是企业，对其他农村阶层

来说，意味着贫困风险的加剧[16]。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现有文献对贫困问题研究

较为广泛，但是多数仍采用单一贫困线贫困测量法

进行，农地流转研究中较少考虑农地流转可能存在

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基于此，本文关注农地流

转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引入了贫困期望的

脆弱性概念，弥补现阶段事后贫困评价方法的不

足；在计量策略方面，构建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

对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并考虑到农

地流转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降低由于农地流转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带

来的估计误差，增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贫困脆弱性视阈下研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

应，有必要就农户特征对农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影

响、对农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发

挥减贫效应的内在机理展开讨论，并由此提出相应

研究假设。

户主、家庭和社区特征对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

风险具有直接影响效应。一方面，户主、家庭特征

方面，农村居民个体的健康、教育、社会保险、劳动

力等方面对农村贫困家庭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

正向作用[17]，资产的积累有助于农村家庭实现由贫

困向非贫困转化[18]，另一方面，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会降低农民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形成精神贫困，不

利于可持续减贫[19]，由此，精神内生动力对于巩固扶

贫效果和降低农民贫困脆弱性具有重要正向作

用。社区特征方面，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进而形成了一种“贫困环

境”，阻碍了贫困户拓宽脱贫路径，降低其脱贫的机

会可及性。故而，农村居民现阶段的状态对于其未

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H1：农村家庭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

社区特征对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具有影响。农

户户主和家庭条件越优越、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越

好，农户抵御贫困的能力越强，未来陷入贫困的可

能性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农地流转制度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

农村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根据产权理论，通过权力

转让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资源利用和配

置效率。农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生产要素，通

过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对实现农业家庭产值的提升

具有积极影响[20]。农地流转会通过两种途径对农村

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图 1）。第一种途径，农地流

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通过农地规模流转绩效

的提升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21]。农户家庭通

过农地的流入和流出实现家庭农业生产的适度规

模，如通过互换土地实现了连片经营，优化了农作

物的种植结构，进而对家庭的资金投入结构和劳动

力结构进行调整，整合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家庭产值的提升和家庭收入结

图1 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作用机理

Figure 1 Mechanism of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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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优化，对农村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第二种途

径，农地流转会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上的输出和输

入[11,12]。农地转出会给农户家庭带来直接的财富积

累，农地转入会给农户家庭带来直接的资金流出。

从家庭资产形态变化的角度，这种变化也会对农户

应对贫困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

而提高农户农业家庭产值是实现减贫效应的一种

路径。

但是，在研究农地流转减贫效应时，需要考虑

农地流转可能受到家庭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户主特

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农户家庭的农地转出或

转入决策的影响 [22]，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PB），个人及社会文化等因素

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

觉行为控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农地是重

要的生产要素，户主、家庭及所居住的社区特征会

形成不同的农业生产偏好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行

为，即对农地转入或转出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收入产生作用，影响农户未来

陷入贫困的风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农村家庭户主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社区特征对农户家庭是否进行农地流转的决策具

有影响。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由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旨在通过跟踪收

集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

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

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目前，CFPS 已经完成

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的数据汇集，并以 2010

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

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

追踪对象。本文选取2016年截面数据，在研究所需

变量基础上，去除缺失值和异常值，选取了 4671个

家庭样本，样本所在区域涵盖了中国 26 个省（市、

区）。

3.2 变量选择

表1报告了本文变量设置、释义与描述统计。

被解释变量，选取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学界多采

用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重要指标[23]。所

以，一方面，本文选取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贫

困的指标，另一方面，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测算

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纯

收入均值为5535.848元（对数值为8.619），说明中国

在“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的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核心自变量，本文选取农地流转，即农户家庭

在过去一年是否进行过农地的流入或流出，若农户

家庭进行过农地的转入或转出，赋值为1，若没有进

行过农地的转入或转出，则赋值为0，整体样本中有

27.5%的农户家庭进行过农地流转。

控制变量包含了个体、家庭、社区等3个层面。

个体特征方面，由于 CFPS 问卷没有直接反映

户主，考虑到对农村家庭了解程度较高的家庭成员

在家庭的话语权较高，故本文采用问卷主要回答者

作为“虚拟户主”。户主年龄，表示受访家庭户主实

际年龄，样本农户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在52.17岁，

反映留守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年龄普遍较高的现实

情况；户主性别，若为女性，赋值为 0，若为男性，赋

值为1，样本分布方面，男性户主占总样本的56.4%，

女性户主占总样本的 43.6%，样本性别分布较为均

匀；户主受教育程度采用受教育年限测量，单位为

年，从平均值为 6.16年来看，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水

平仍然较低；户主健康水平，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进

行测量，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

般，5=不健康，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农村地区居民的

健康水平良好，均值处于比较健康至一般的评价范

围内；户主是否为党员，若不是党员，赋值为0，若是

党员，赋值为1，从平均值为0.075来看，农村地区的

党员比例处于较低水平。

家庭特征方面，对生活的满意度，采用受访家

庭对生活的满意度，1=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满

意，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受访者回答整体均值

为 3.611，表示农村地区家庭整体对生活较为满意；

家庭礼金支出表示受访家庭一年内的礼金支出，单

位：元，用于反映家庭社会资本的强度；家庭婚姻状

况，若处于在婚状态，赋值为1，若不处于在婚状态，

赋值为0；家庭规模，表示受访家庭（同灶吃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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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整体样本均值为 4.219，表明农村地区传统意义

上的宗族大家庭正在分解，逐渐被以 3~5人小家庭

所取代；家庭净资产，为家庭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

差值，表示一个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标准化均值

显示为负值，反映了农村家庭遇到外界风险因素冲

击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农业劳动力比例，等于

受访家庭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一定意义上表

示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样本均值显示，大部分

家庭中有 5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社会

公平感，表示受访家庭是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若

遇到过不公平待遇，则赋值为1，若没有遇到过不公

平待遇，则赋值为0，样本均值为0.261，表示中国农

村地区社会仍然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社会特征方面，距离县城距离，表示受访家庭

所在社区（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村庄人均纯收入

表示受访家庭所在社区（村庄）人均纯收入，这两个

变量反映受访者所在社区（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发

展水平。

除此之外，为了控制地区之间差异对模型检验

结果带来的偏误，本文以“是否为东北地区”为参照

地区，设置“是否为东部地区”“是否为西部地区”

“是否为中部地区”为地区控制变量。

3.3 模型设置

3.3.1 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

在计算贫困脆弱性时，本文选用贫困期望的脆

弱性（VEP）[24]，VEP是采用家庭的消费或收入，基于

表1 变量设置、释义与描述统计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interpret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水平

户主是否为党员

家庭特征

对生活满意度

家庭礼金支出

家庭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

家庭净资产

农业劳动力比例

社会公平感

社区特征

距离县城距离

村人均纯收入

地区控制

是否为东部地区

是否为西部地区

是否为中部地区

变量释义

家庭纯收入/家庭规模/元，已对数化处理

农户家庭是否进行农地流转，0=否，1=是

受访家庭户主实际年龄/岁

受访家庭户主性别，0=女性，1=男性

受访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受访家庭户主健康水平，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般，5=不健康

受访家庭户主是否为党员，0=否，1=是

受访家庭对生活的满意度，1=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满意，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受访家庭一年内的礼金支出/元，作对数化处理

受访家庭的婚姻状态，0=不在婚，1=在婚

受访家庭（同灶吃饭）的人数/人

受访家庭的净资产/万元，已标准化处理

受访家庭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

受访家庭是否收到不公平的待遇，0=否，1=是

受访家庭所在社区（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km

受访家庭所在社区（村庄）人均纯收入/元

受访家庭是否在中国东部，0=否，1=是

受访家庭是否在中国西部，0=否，1=是

受访家庭是否在中国中部，0=否，1=是

平均值

8.619

0.275

52.172

0.564

6.161

3.215

0.075

3.611

7.292

0.911

4.219

-0.136

51.201

0.261

25.671

8.285

0.249

0.363

0.267

标准误

1.234

0.446

12.126

0.496

4.083

1.244

0.264

1.089

2.046

0.285

1.905

0.859

24.577

0.439

20.857

0.806

0.432

0.481

0.442

注：家庭人均纯收入、村人均纯收入为2010年可比价格，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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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LS来测量个体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即贫困

脆弱性。下面主要介绍测量步骤。

第一步，计算贫困期望脆弱性（VEP）。

VULit = Pr (Yi, t + 1 ≤Z) （1）

式中：VULit表示第 i个农户在第 t年的贫困脆弱性；Z

表示确定性等价指标，即贫困线标准，本文选取了

中国国家贫困线2010年不变价2300元/年和世界银

行提出3.1美元/日①作为确定性等价指标；Yi, t+1表示

第 t+1年的消费或收入水平，本文选取的是家庭人

均纯收入；Pr表示陷入贫困的概率。

第二步，构建回归方程，获取拟合值和残差平

方。通过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区（村庄）和地

区控制为解释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

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

ln Yi = β0 + βr Xir + ε （2）

式中：lnYi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形式；Xir表示

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区（村庄）特征以及地区控

制等变量；r表示不同解释变量，r=1, 2, ... , 17；β0 表

示常数项；βr 表示不同控制变量的待估计参数；ε表

示随机误差项。方程回归结果可获得拟合值及残

差平方σρ。

第三步，测算贫困脆弱性需要计算农村居民未

来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福利水平）。

E（ |ln Yi Xir） = βFGLS Xir （3）

V（ |ln Yi Xir） = ρFGLS Xir （4）

式中：E（ |ln Yi Xir）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的

期望值；V（ |ln Yi Xir）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的

方差；βFGLS 与 ρFGLS 分别表示通过第二步获取的拟

合值。

第四步，将第二步、第三步计算结果带入式（1）

计算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

VULit =Φ
æ

è

ç
ç

ö

ø

÷
÷

ln Z -E（ |ln Yi Xir）

V（ |ln Yi Xir）
（5）

式中：lnU表示贫困线的对数值，Φ( )∙ 表示将结果正

态化。

3.3.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PSM法主要解决的是由于“反事实”情况无法

观测而带来的样本自选择偏误，农户进行农地流转

的决策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农户根据自身家庭的诸

多因素综合考虑后形成是否进行农地流转的决

策。PSM方法主要的思路是，首先通过特征匹配的

方法寻找的控制组，可以代替无法观测到的农地流

转前的情况，其次通过PSM方法使试验组和控制组

在特征变量高度重合，即可以认为匹配后，贫困脆

弱性的差异就是由农地流转所产生的影响，在进行

PSM方法匹配之前，需要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行

假设两个假设前提。

借助Stata13.0计量软件，并采用Logit模型计算

倾向得分值，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

P(Xi) = Pr[Ti = 1|Xi] = E[Ti|Xi] （6）

ATT = E[Y1i - Y0i|Ti = 1]

= E{E[Y1i - Y0i|Ti = 1,P(Xi)]}

= E{E[Y1i|Ti = 1,P(Xi)]-E[Y0i|Ti = 1,P(Xi)]|Ti = 1}

（7）

式中：P(Xi)表示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的条件概

率，即倾向得分；Ti表示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Xi

为影响农户 i进行农地流转决策的特征变量；Y1i和

Y0i分别表示进行农地流转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未

进行农地流转家庭的贫困脆弱性；ATT表示农地流

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3.3.3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要求，本文构建 3个

方程进行检验：

VULi = α0 + α1Li + α2r Xir + μ （8）

Aouti = δ0 + δ1Li + δ2r Xir + π （9）

VULi = λ0 + λ1Li + λ2 Aouti + λ3r Xir + τ （10）

式中：Li表示是否进行农地流转；Aouti表示中介变量

家庭农业产值；α0 、δ0 、λ0 分别表示 3个方程的常

数项；α1 、δ1 、λ1 分别表示3个方程中农地流转的待

估计参数；α2r 、δ2r 、λ3r 分别表示3个方程中不同控

制变量的待估计参数；λ2 表示第3个方程中家庭农

业产值的待估计参数；μ、π、τ分别表示3个方程的随

机误差项。

具体检验步骤：首先，检验α1是否显著，若显著

进入下一步，若不显著停止检验；接着，检验δ1和λ1

① 按照2010年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3.1美元/日的贫困标准约为人民币3771元/年的贫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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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情况；最后从δ1和λ2的显著性情况区分两

种情况：第一，若δ1和λ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

检验λ1是否显著，若λ1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不完全

中介效应，若λ1不显著，则中介效应发挥完全中介效

应；第二，如果两个系数至少有一个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则需要通过 Sobel 检验判断，若通过 Sobel 检

验则中介变量发挥中介效应，若未通过检验则不发

挥中介效应。

4 结果与分析
4.1 贫困脆弱性测量及结果分析

贫困脆弱性是基于FGLS，并以个体特征、家庭

特征、社区特征和地区控制等变量为特征变量建立

回归模型进行测算的。表2报告了贫困脆弱性测量

模型的检验结果。个体特征方面，户主的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是否为党员均对家庭

人均纯收入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产生不同方向

的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年龄越大②、户主性别为女

性、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水平越好、户主政治身份为

党员都有利于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家庭特征方

面，生活满意度在 1%的水平下对家庭人均纯收入

发挥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将会为农户提高收

入，实现脱贫、防贫提供精神动力，调动农民的自觉

性与自主性[19]；用于表征社会资本的家庭礼金支出

也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重要正向影响，这主要依

靠社会资本在中国人情语境下具有“变现”功能实

现[2]；家庭规模越大则对人均纯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这是由于农村地区家庭负担主要来源于赡养老人

和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社区特征方面，反映被访

者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村人均收入对农户

家庭人均纯收入起正向影响作用。家庭人均收入

波动为被解释变量而言，户主年龄越高、家庭规模

越大则越有利于降低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情

况。由此，假设H1得以验证。

进一步，测算出不同贫困线标准下的贫困脆弱

性。表3报告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测量结果及其地区

分布。从整体测量结果来看，在 2300 元/年的贫困

标准下全样本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236，在3.1美元/

日的贫困标准下则为 0.375。就贫困脆弱性在地区

的分布而言，在 2300 元/年标准下呈现中部、东部、

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增的趋势，贫困标准提高至 3.1

美元/日，则呈现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增

的趋势。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地区间贫困脆弱性

相对位次发生变化，但无论采用何种贫困标准，西

② 一般而言，农村居民年龄对收入存在“倒U型”影响，随着年龄增长，收入水平先提升后下降[25,26]。但户主年龄不是本文重点考察变量，

考虑模型多重共线性问题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未引入年龄平方项。

表2 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model

变量

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水平

户主是否为党员

家庭特征

对生活满意度

家庭礼金支出

家庭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

家庭净资产

农业劳动力比例

社会公平感

社区特征

距离县城距离

村人均纯收入

地区控制

是否为东部

是否为西部

是否为中部

常数项

N

家庭人均纯收入

系数值

0.003*

-0.101***

0.037***

-0.027*

0.110*

0.080***

0.080***

-0.029

-0.026***

0.066***

-0.001

0.046

-0.001

0.136***

0.370***

0.087

0.323***

6.372***

4671

标准误

1.66

-2.68

7.85

-1.81

1.67

4.79

8.88

-0.45

-2.81

3.35

-1.00

1.13

-0.91

5.85

5.71

1.36

4.98

24.64

家庭人均纯收入波动

系数值

-0.014***

0.116

-0.001

0.057

-0.154

0.006

0.007

-0.051

-0.061**

-0.005

-0.001

0.023

-0.001

-0.020

-0.173

-0.097

-0.378**

2.556***

4671

标准误

-2.95

1.09

-0.07

1.37

-0.84

0.13

0.27

-0.29

-2.32

-0.09

-0.54

0.20

-0.56

-0.31

-0.95

-0.54

-2.07

3.5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3 贫困脆弱性测量结果及其地区分布

Table 3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地区/贫困标准

全国（N=4671）

东部地区（N=1163）

西部地区（N=1696）

中部地区（N=1244）

东北部地区（N=568）

贫困脆弱性

2300元/年标准

0.236

0.195

0.295

0.183

0.258

3.1美元/日标准

0.375

0.324

0.442

0.395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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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较其他地区而言贫困脆弱性都处于较高

水平。

为了进一步展示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

系，表 4报告了农户贫困脆弱性与贫困的情况。无

论采用何种贫困线标准、贫困脆弱性临界值标准，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贫困的分布情况均显示：一方

面，在非贫困群体里仍有部分农户具有较高的贫困

脆弱性，在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较高；另一方面，在

贫困群体中大部分农户处于贫困较脆弱的状态，显

示了贫困与高脆弱性伴随发生的特征。由此，在扶

贫工作中通过提高农户抵御贫困能力，拓宽农户减

贫、防贫路径，实现稳定、可持续减贫。

4.2 农地流转减贫效应检验

表 5 报告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模型检验结

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以2300元/年标准和3.1美

元/日标准下测算的贫困脆弱性为代理变量，并采用

Tobit模型进行检验，模型3采用是否贫困作为贫困

的代理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检验，模型 4采用

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的代理变量，采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模型 1 和模型 2

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在 1%的统计水平下对贫

困脆弱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即农地流转可以有效

促进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下降，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

困的风险。模型3检验结果同样也证明了农地流转

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模型4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

转在1%的统计水平下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说明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户家庭人均纯

收入，发挥减贫效应。虽然采用了贫困脆弱性、是

否贫困和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的代理变量，但

是仍未充分考虑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决策时并不是

随机的，从而产生自选择偏误问题。为此，本文继

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模型

进一步检验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的稳健性。

运用PSM方法获取平均处理效应前，需要对特

征变量是否满足共同支撑域假设和平行假设进行

检验。

图 2为匹配前后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函数图，图

2a表示匹配前的共同支撑域，图2b表示的经过匹配

后的共同支撑域，通过匹配后，核密度函数曲线重

合度高，可以满足PSM方法共同支撑域假设。

通过共同支撑域假设后，需要进一步满足平行

假设，表 6报告了倾向得分的匹配平行假设检验结

果。平行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

程度、家庭礼金支出、家庭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农

业劳动力比例、社会公平感、是否为东部地区、是否

为中部地区在匹配前均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均无

显著差异，说明通过PSM方法进行匹配后，减弱了

影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决策的特征变量之间的显

著差异性，故匹配效果良好，符合PSM方法平行假

设的条件。由此，假设H3得以验证。

通过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3种匹配方

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

理效应。表7报告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

表4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贫困情况

Table 4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of farmers

贫困/贫困脆弱性

2300元/年
贫困线标准

3.1美元/日
贫困线标准

不贫困

贫困

不贫困

贫困

临界值：0.3

不脆弱

0.654

0.123

0.203

0.047

脆弱

0.160

0.063

0.496

0.253

临界值：0.5

不脆弱

0.809

0.184

0.638

0.238

脆弱

0.005

0.002

0.061

0.063

表5 农地流转减贫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变量

农地流转

控制变量

地区控制

N

贫困脆弱性

模型1：脆弱性1

-0.049***

(-124.55)

是

是

4671

模型2：脆弱性2

-0.056***

(-176.48)

是

是

4671

模型3

是否贫困

-0.043***

(-3.41)

是

是

4671

模型4

家庭人均纯收入

0.164***

(4.17)

是

是

4671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标准误；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模型1和模型2为Tobit模型，模型3为Logit模型，模型4为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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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平均处理效应。无论采用何种贫困标准、何种

匹配方式，检验结果均显示农地流转对贫困脆弱性

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且为负向影响。具体而言，以2300元/年（2010年

不变价）为贫困标准，农地流转在不同匹配方式下

的减贫效应分别为0.047、0.049、0.056；以3.1美元/日

表6 倾向得分匹配平行假设结果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parallel hypothesis results fo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水平

户主是否为党员

对生活满意度

家庭礼金支出

家庭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

匹配状态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差异性检验

-2.71***

-0.37

0.99

0.32

2.81***

0.23

1.23

-0.6

-0.55

-0.75

1.16

0.99

4.41***

-0.3

3.31***

0.16

2.11**

-0.25

变量

家庭净资产

农业劳动力比例

社会公平感

距离县城距离

村人均纯收入

是否为东部

是否为西部

是否为中部

匹配状态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差异性检验

1.41

2.73***

3.00***

-0.01

4.54***

-0.68

-1.6

-0.19

0.51

1.25

-3.98***

-0.24

0.21

0.78

3.74***

-1.52

表7 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7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rural residents’poverty vulnerability

匹配方式

ATT

N

近邻匹配

脆弱性1

-0.047***

(-13.08)

4671

脆弱性2

-0.049***

(-68.97)

半径匹配

脆弱性1

-0.049***

(-75.40)

4671

脆弱性2

-0.056***

(-13.29)

核匹配

脆弱性1

-0.056***

(-68.28)

4671

脆弱性2

-0.057***

(-77.78)

图2 倾向得分匹配共同支撑域检验核密度函数图

Figure 2 Kernel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common support domai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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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标准，农地流转在不同匹配方式下的减贫效

应分别为 0.049、0.056、0.057，均大于在较低贫困线

下的处理效应。随着贫困标准的不断提高，农地流

转发挥更加明显减贫效应，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

贫困的风险。在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后，农地

流转在“后扶贫时期”的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仍然

发挥重要作用。由此，通过不同匹配方式消除样本

“自选择”偏误后进一步验证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

的稳健性。

4.3 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作用机制：一种路径检验

基于理论分析，农地流转对于农业方面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与种植结构优化，实

现资金投入结构、劳动力结构的调整，推进农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业生产率提高会直接带

来农业产值的提高；另一方面，单位劳动报酬率的

提高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使得家庭劳动力在农业

生产与非农就业之间进行合理调整，实现家庭收入

的整体提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以家庭

农业产值为中介变量构建农地流转对农村居民贫

困脆弱性的中介效用检验模型，对这一影响路径进

行检验，进一步检验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稳健性。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构建 3个方程用于检验农

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传导作用机制。表8报告了中介

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方程 1和方程 3以贫困脆弱

性为被解释变量，方程 2以家庭农业产值为被解释

变量。具体而言，方程 1 中，无论采用何种贫困标

准，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方程 2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显著

正向影响家庭农业产值，说明农户通过农地流转确

实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产值的提

升。方程3中，无论何种贫困标准，检验结果显示农

地流转与家庭农业产值均在不同统计水平下对农

户贫困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故农地流转通过增

加农户家庭农业产值实现减贫效应的路径得以验

证。由此，假设H2得以验证。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在理论层面，基于产

权理论探讨了农地流转通过优化农户家庭农业生

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家庭可支配资金的流入和

流出等两条作用机制实现减贫效应。实证层面，利

用2016年CFPS数据，以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

层面等为特征变量对中国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并

以贫困脆弱性为贫困的代理变量，运用PSM方法构

建“反事实”模型解决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并不是随

机的问题，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未来落入贫困

风险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了农地

流转发挥减贫效应结果的稳健性。较既有研究而

言，本文一方面引入贫困脆弱性指标，以中国现行

贫困标准2300元/年（2010年不变价）和世界银行提

出的3.1美元/日高贫困标准测量农户未来陷入贫困

的概率，弥补了既有研究对贫困多采用事后评价方

法的不足；另一方面，采用PSM方法解决了农户进

行农地流转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提高计量

模型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但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是以个体、家庭和

表8 家庭农业产值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8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household agricultural output

变量

农地流转

家庭农业产值

控制变量

地区控制

N

方程1

2300元/年

-0.049***

(-124.55)

\

\

是

是

4671

3.1美元/日

-0.056***

(-176.48)

\

\

方程2

\

0.573***

-4.65

\

\

是

是

4671

方程3

2300元/年

-0.049***

(-124.18)

-0.000***

(-3.19)

是

是

4671

3.1美元/日

-0.056***

(-176.02)

-0.000**

(-2.04)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标准误；根据被解释变量数据分布特征，方程1和方程3采用T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贫困脆弱性，方程2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农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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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层面的特征变量对贫困脆弱性测量的假设可

能存在遗漏变量，由此对测量结果可能产生影响；

二是本文虽然考虑了农地流转的综合减贫效应，但

由于受到样本在农地转出和转入的分布限制，未能

就农地流出和农地流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分别

展开讨论；三是采用PSM法进行匹配是建立在农地

流转由农户家庭主动决策的假设前条件下，未考虑

到集体流转等少数“被动流转”的现实情况，由此可

能带来匹配偏误。好在基于大样本数据，通过不同

代理变量、不同估计方法构建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

之间能够相互验证，基本可以支持本文所持观点。

5.2 结论

基于全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贫困脆弱性视阈下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形成

依然严峻，并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在中国现行

贫困标准下中国贫困脆弱性平均值为 0.236，以 0.3

为贫困脆弱性临界值，仍有 22.3%农村居民群体处

于贫困之中，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为0.295

和0.258，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2）农地流转具备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

低农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考虑样本自选择的内

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

构建“反事实”模型，解决农户农地流转自选择问题

带来的估计偏差，结果显示在中国现行贫困标准

下，以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不同匹配方

式，农地流转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达

到0.047、0.049、0.056，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显

著性检验；

（3）通过提高家庭农业产值来降低农村居民贫

困脆弱性是农地流转实现减贫效应的一种路径。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农业产值在

农地流转减弱农户贫困脆弱性过程中发挥不完全

中介效应，农地流转的农业产值提升效应达 0.573，

形成农地流转通过提升家庭农业产值实现降低农

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

在中国农村地区贫困情况仍然较为严峻的背

景下，通过农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家庭

农业产值，是实现中国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

面脱贫、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加强

深度贫困区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区居民自我发

展能力。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区社会保障与扶贫

开发的有机衔接，加强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环境，拓宽深度贫困

区居民教育及医疗的可及性，降低农民面对外来冲

击的脆弱性，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稳定可持

续减贫。另一方面，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培育适度

规模经营主体。进一步健全农地流转制度，维护承

包者农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

和补偿机制。推进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通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村农业收入增长，并实

现家庭劳动力等各项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民抵

御贫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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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ZUO Xiaofan, LU Ji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by constructing a feasible least squares (FGLS)

model, using farmers’risk of poverty in the future as a measure of poverty, and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o study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The study fou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using China’s current poverty

standard and 0.3 as the threshold standard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22.3% of rural residents are still

in pover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levels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re 0.295 and 0.258,

much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has a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rural residents falling into poverty

in the future. The test results remain robust after eliminating the“self-selection”bias through the

PSM method.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dded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is 0.573, and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can reduce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by increasing the

family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o this e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 poverty- stricken areas, improve the self- development ability of residents in

these areas, promote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cultivate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entiti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vulnerability; PSM meth-

o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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